
　第４４卷　第１期
２０２３年１月

　　　　　　　 经 济 与 管 理 研 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０２／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３

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杜鹏程　刘艺铭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０；修回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２２

作者简介：杜鹏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７０；

刘艺铭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２２０６。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降低内生性影响和更换测度指标等稳健性

检验下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居民的社交网络、生活信念和社会安全感是社会信任影响居民消

费的重要途径；社会信任的提高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促进家庭教育培训和文化娱乐等发展与享受型消

费。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对于方言趋同较高地区和交通位置较优越的居民更为明

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扩大内需和进一步发挥中国市场优势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也为推动供需动态平衡和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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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３８－１７

　　一、问题提出

消费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居民消费

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不断下降，虽然这一数值在２０２０年有所回升，但总体仍处于低位。在当前国

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全面提振内需以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至关重要。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低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消费最低点［１］；其二，

近年来消费率的上升更具有被动因素，即随着储蓄率的下降，投资增速也随之下降，消费率则被动上升。作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核心力量。居民消费水平持续疲软导致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加剧了国内外需求结构失衡，增加了经济运行风险，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持续

稳定增长。

近年来，在众多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消费不稳定性明显增

强。为了缓解消费不足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国经济进入

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双循环”政策的提出旨在充分释放内需潜力，通过全面促进国内消费和顺应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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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趋势带动国际循环，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持续扩大内需、促进形成新发展格

局至关重要，而近期影响消费的一些新因素也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居民消费受多种因素影响。宏观视角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２－３］、人口年龄结构［４－６］、户籍

和社会保障制度［７］、城镇化水平［８］等对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微观视角方面，学者们则从居民文化与习惯

偏好［９］、家庭人口结构［１０］、信贷约束和社会保障［１１］等角度进行解释。然而，上述研究大多聚焦于外部因素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缺乏从社会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探究居民的主观社会感知如何影响消费的相关文

献。理论上，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分担风险和降低预防性储蓄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１２－１３］；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大，居民的攀比心理会得以强化，社交网络内部的借款、礼金等外源收入会相应增加，消

费也由此提高［１４－１５］。

基于此，本文拟考察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相比已有研

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目前直接考察社会信任和居民消费水平两

者关系的文献较为有限，本文则多维度考察对亲友、陌生人和外国人的信任促进居民消费行为的作用，丰

富和完善了社会非正式制度引导消费升级的研究；第二，与上述研究仅回答两者间因果效应不同，本文重

在探索社会信任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逻辑，对社交网络、生活信念、社会地位认同感等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并考察收入水平、方言分化度、社交距离等重要家庭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作用，以期为进一步因地制

宜地扩大内需和提升消费提供政策着力点；第三，考虑到既有相关研究忽略了诸如风险偏好、消费环境等

非观测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借助工具变量（ＩＶ）法修正估计偏误，使得因果识别结果具有更高的

可信度。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与消费的影响因素及信任的经济效应这两方面密切相关，因而对这两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

和评述。

　　（一）消费的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现象吸引了大量学者进行研究，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第

一，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中国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是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和预期寿命的延长［１６］。然而，

部分研究认为这种观点不能解释结构性消费行为，因为中国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储蓄率比工作人口更

高［１７－１８］。第二，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没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人更倾向于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为未预

期的事件储蓄更多［１９］。中国居民储蓄率提高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风险上升，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风险对冲作用有限［２０］。第三，流动性约束指居民从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和个人

取得贷款以满足消费时所受的限制，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居民和企业消费不足［２１－２２］。尽管中国金融体

系效率有所改善，居民消费率却依旧没有上升的态势。

除上述观点外，另有部分文献从社会非正式制度方面对居民消费不足进行了解释。社会非正式制度

是指居民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并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的行为准则，如文化传统、风俗习惯、

价值信念等。诺斯（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９）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出，经济发展状况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文化传统、

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２３］。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发现，社会信任［２４－２５］、社会网络［１４］、宗族观念［２６－２７］、成长经

历［９］等社会非正式制度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冯春阳（２０１７）和张海洋等（２０１９）的研究表

９３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２０２３）

明，家庭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会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２４－２５］。郭云南等（２０１２）研究了农村金融、平滑消费和

宗族网络的关系，发现宗族观念作为一种社会非正式制度，可以与正式制度互为补充，起到平滑农村家庭

消费的作用［２６］。叶德珠等（２０１２）研究发现，儒家文化思想影响越大的地区，居民消费受到抑制的情况就

越明显［２７］。

　　（二）信任的经济效应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以人际关系、人际网络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经济效应［２８］。社

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而信任是决定一个国家社会进

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社会资本。学者们对信任的解释主要有如下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信任是一种预期，是

能够对公众决策产生影响的未来期望，以及居民处于被动地位时将要承担风险的心理感受；另一种观点认

为信任是一种行为，是个体对他人行为是否会影响道德标准的判断和反馈。

已有研究表明，在宏观方面，社会信任是最大化各方长期利益的手段和市场交易的基础，其良性循环有

利于社会均衡的产生，影响着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绩效，更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润滑剂［２９］。不同国家内部

个体的信任度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３０］。在微观方面，现有文献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家庭消费行为

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缓解偏远地区存在的信贷约束［３１－３２］，还能够积累人情资源，缓解收入差距对

居民消费的挤压作用［３３］。既有研究也讨论了社会信任对居民微观行为的影响，如信任与居民收入［３４］、人口

流动［３５］和创业行为［３６］都密切相关，但只有少量文献注意了宗教文化、历史记忆等社会资本对居民消费的影

响［９，２７］，从社会信任这一特殊社会资本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文献更是有待补充和完善。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研究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基于社会资本这一视角，既有研究大多从宗族

观念、宗教文化、历史记忆等角度进行考察，基于社会信任这一特殊的社会资本的文献并不多见，仅有冯春

阳（２０１７）［２４］、张海洋等（２０１９）［２５］考察了家庭总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另一方面，关于社会信任与居民消费的

文献并未深入回答社会信任影响消费的途径，其影响机制仍有待深入考察。

社会信任是否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社会信任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目前鲜有研究

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和回答。基于此，本文从居民主观认知和感受出发，着眼于社会信任和居民消费，旨在

通过微观调查数据探究其内在联系和传导机制。同时，考虑影响消费行为的一些不可观测因素，本文借助

工具变量回归进行因果识别以克服内生性问题，以期对当前如何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实现“双循环”目标提

供政策建议和参考。

　　（三）研究假设

风险感知是社会信任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途径［３７］。风险可以充分体现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而

社会信任的存在能够弥补居民由于信息缺失所带来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帮助消费者建立对外部环境

的安全感和信心［１３］。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理论，居民会相应减少当期储蓄、增加消费，并且这种情况在陌生

环境中尤为明显［３８］。因此，社会信任感较强的人，更能够建立对外部环境与周围群体的安全感，缓解对于周

围环境和产品的风险感知，进而促进消费支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提升社会信任有助于促进居民的消费水平。

社会信任可以降低消费者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弱化其风险感知能力，进而对消费产生正向影

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受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其

一，客观上，社会信任是由个体之间的社会网络和互惠性规范所形成的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交网络作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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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人际关系的重要呈现方式，对提高收入和促进就业均具有显著影响［１５］。社交网络圈较大的居民可以

通过内部借款、收受礼金等方式来缓解当期流动性约束并降低消费风险［１４］。这意味着以社会信任为基

础的社交网络发挥着非正式保险的作用，为居民消费提供了保障［３９－４０］。其二，主观上，基于预防性储蓄

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人对于预期寿命、预期风险等未来不确定因素的主观感知能够影响居民当期消

费［１３］。积极的生活信念作为一种正向理念，能够降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抗风险能力，从而提高

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和促进消费。其三，主观情绪因素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４１］，更幸福的个人通常比不幸

福的个人体现出更多慷慨、互助、利他等亲社会行为［４２］，更能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流动性约束对居民

消费的抑制效应［３８］。因此，对社会和周围民众信任度较高的人可能具有更高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感，具备

更强烈的社会安全感，更有能力和信心抵抗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和增加消费。由

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社会网络、生活信念和社会安全感是社会信任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三个渠道。

此外，一方面，基本生活需求消费主要体现在居民的食品、衣着方面，是居民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消费类

支出，这两类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因此，无论消费者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感知是否强

烈，这两类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应发生太大改变［４３］。另一方面，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是在消费者的基本生活得

到满足后所进行的升级型消费，是在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一定的收入门槛性。例如，教

育培训支出等发展型消费以及精神性娱乐活动支出和购买奢侈品等享受型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大，消费者的

主观预期和风险感知就显得尤为重要［４４－４５］。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３：社会信任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影响较大，对基本需求型消费的影响较小。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维度的数据，反映中国社

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该调查于２０１０年正式开展，２０１８年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调查所界定的家

庭为基础，共追踪调查约１５０００个家庭户、４４０００名受访者。考虑到家庭的“财务回答人”对家庭消费和财

务状况比较熟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本文参照问卷中的“您家哪位成员最熟悉过去１２

个月家庭收入及支出情况”一题识别家庭户主，并限定户主年龄为１８岁及以上的样本。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消费水平（ｌｎｃｏｎ）。将问卷中询问家庭在食品、衣着、住房、交通、文娱和教

育等各部分的消费支出进行加总，得到家庭总的消费水平。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影响，对上述各项指标进行

上下１％缩尾处理，然后对家庭总消费取对数，最终得到有效样本１１２０１个。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社会信任。根据问卷中“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

越小心越好”这一问题构建二值虚拟变量。若受访者选择“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则取值为１，选择“要越

小心越好”则取值为０。本文从两个方面来度量社会信任：其一，用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社会信任的均值代表

家庭平均的社会信任程度（ｔｒｕｓｔ）；其二，考虑到户主是家庭决策的重要主体，以家庭户主个人的社会信任取

值来度量家庭的社会信任程度（ｔｒｕｓｔ＿ｈｚ）。

此外，参照相关文献［３６］，本文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家庭消费行为的户主特征变量和家庭特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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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变量。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籍身份、婚姻状况、是否购买养老保险以及

是否购买医疗保险；家庭特征指标包括：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家庭少儿（１６岁及以下的未成年

人）比例、家庭老年人（６０岁及以上）比例。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家庭平均信任（ｔｒｕｓｔ）与户主信任（ｔｒｕｓｔ＿ｈｚ）的均值比较接近，表明户主的社会信任在一定

程度上的确可以反映家庭整体的社会信任程度。家庭平均信任（ｔｒｕｓｔ）标准差更小，表明本文利用家庭平均

信任来衡量社会信任具有合理性。此外，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样本各占近５０％，比较平均；户主的受教育程

度普遍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７．６４年；性别均值为０．５２，表明样本中有５２％的户主是男性；绝大多数户

主都购买了医疗保险，比例为９３％，但仅有６８％的户主拥有养老保险。

表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与描述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ｌｎｃｏｎ 年度家庭总消费对数 １１２０１ １０．５７ １０．６３ ０．９２

ｔｒｕｓｔ 家庭平均信任 １１２０１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３８

ｔｒｕｓｔ＿ｈｚ 户主信任 １１２０１ ０．５５ １．００ ０．５０

ｇｅｎｄｅｒ 户主性别

（０＝女性；１＝男性）
１１２０１ ０．５２ １．００ ０．５０

ａｇｅ 户主年龄 １１２０１ ５１．８５ ５２．００ １４．３１

ｓｃｈｙｒ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１０８０９ ７．６４ ９．００ ４．６０

ｕｒｂａｎ 户主户籍

（０＝农村；１＝城市）
１１１６０ ０．４９ ０．００ ０．５０

ｍａｒｉｔａｌ 户主婚姻状况

（０＝未婚或离异；１＝已婚）
１１２０１ ０．８４ １．００ ０．３７

ｐｅｎｓｉｏｎ 养老保险 ８１９５ ０．６８ １．００ ０．４７

ｍｅｄｉｎｓ 医疗保险 １１１３７ ０．９３ １．００ ０．２６

ｆａｍ＿ｓｉｚｅ 家庭规模 １１２０１ ３．７２ ３．００ １．９１

ｌｎｉｎｃ＿ｐｅｒ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１１２０１ １０．２９ １０．７２ １．９６

ｃｈｉｌｄ＿ｐｒｏ 家庭少儿比例 １１２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８

ｏｌｄ＿ｐｒｏ 家庭老年人比例 １１２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３４

　　（二）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设定如下普通最小二乘（ＯＬＳ）模型以实证检验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ｌｎｃｏｎｉｊ＝α０＋α１×ｔｒｕｓｔｉｊ＋α２×Ｘｉｊ＋ｃｉｔｙｊ＋εｉ （１）

其中，ｌｎｃｏｎｉｊ表示城市ｊ家庭ｉ的总消费支出对数，ｔｒｕｓｔｉｊ表示家庭的平均社会信任。Ｘｉｊ表示户主和家

庭的特征变量。为了消除地区层面部分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ｃｉｔｙｊ。εｉ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同一地区各家庭的消费行为具有示范效应，本文将回归标准误聚类到城市
层面。回归系数α１是本文的关注参数，表示高信任组比低信任组的消费高α１。根据假设１，推测α１将显

著为正。

需要指出的是，ＯＬＳ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

者社会互动的频繁程度，高消费水平居民的群体依赖性可能更强，因而更容易提升社会信任，这使得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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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风险偏好、消费环境等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会对家庭

的消费决策造成影响，这一遗漏变量所致的内生性问题也会造成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本文将采用工

具变量回归以降低内生性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１３］，而较高的社会信任度能够降低居民由于信息

缺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帮助消费者建立对外部环境的安全感和信心；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消费者会因此

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由此可以推测，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就越高。

表２汇报了模型（１）的回归结果。列（１）的结果显示，在不控制任何特征变量的情况下，社会信任对居

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依次加入户主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列（２）和列（３）社会

信任的回归系数和列（１）相比，虽然其影响效应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为正，这也表明控制户主和家庭特征

变量的必要性。列（４）在列（３）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以消除城市非时变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

响，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对消费的回归系数与列（３）一致，即高信任组比低信任组的消费高５．６％。由此可知，

社会信任显著促进了家庭的消费水平，假设１得以验证。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相关文献基本一致。高学历、年轻群体消费水平更高，这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相符［１６］。养老保险降低了居民的风险预期和未来不确定性，进而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４６］。老年抚养比对

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证实了中国老年人更加偏好储蓄的观点［１８］。城镇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高于

农村居民，且成员规模越大的家庭消费相对越高。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ｃｏｎ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ｕｓｔ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４．３６） （２．８４） （２．４２） （２．１６）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４７） （－０．３５） （－０．３２）

ｌｎｓｃｈｙｒ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１０．６８） （１１．２５） （９．５２）

ａｇｅ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２２．１９） （－１６．６４） （－１５．４９）

ｍａｒｉｔａｌ ０．４３５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１６．０１） （６．４１） （６．６８）

ｐｅｎｓｉｏｎ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５

（５．２７） （３．７２） （３．８９）

ｍｅｄｉｎｓ ０．０９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２．５７） （１．６９） （１．５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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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
ｌｎｃｏｎ

（１） （２） （３） （４）

ｕｒｂａｎ ０．２８０ ０．２９８ ０．２９８

（１２．９１） （１４．１９） （９．６３）

ｌｎｉｎｃ＿ｐｅ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５．８６） （５．７９）

ｆａｍ＿ｓｉｚｅ ０．５３３ ０．５３３

（１９．１７） （１９．０２）

ｃｈｉｌｄ＿ｐｒｏ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１２）

ｏｌｄ＿ｐｒｏ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４．０９） （－３．８２）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７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３８

样本量 １１２０１ ７７６７ ７７６７ ７７６７

　　注：列（１）—列（４）分别为未控制特征变量、加入户主特征变量、加入家庭特征变量和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分别代表
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ｔ值，后表同。

　　（二）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的研究假设可知，社会信任主要是通过降低消费者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及其预防性储蓄动

机，进而促进居民的消费水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客观上，社会信任程度决定着居民亲缘关

系的紧密程度，通过亲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可以为网络成员提供特定的资源和信息［１４］，从而为居民消费

提供保障［３９］。其次，主观上，对社会和周围民众信任感越强的人，拥有更积极正面的生活信念，能够调整自

身的风险感受，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动机［１３］。最后，主观情绪因素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４７］，社会信任可能通

过影响居民的安全感、孤独感等情绪影响其风险感知能力，从而对消费产生影响。这三个方面因素使得社

会信任降低了消费者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了消费者抗风险能力，进而保障了居民的当期消费。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推断社交网络、生活信念和社会安全感是社会信任促进居民消费的三个潜在机制，

并将依次进行机制检验。

１．社交网络机制

社交网络是指人们以亲友为节点所形成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能够给网络内部成员提供人脉资源［１４］。

在社会保障体系和正规金融服务不健全的地方，依附于亲属和地缘关系的社交网络通常发挥着非正式保险

的作用［３５，４１］。此外，社交网络也是家庭抵御风险和缓解负向冲击的重要途径［１２，３９］。因此，社会信任度的提

高意味着家庭社交网络的广度上升，有利于缓解家庭消费的流动性约束。

为了检验社交网络是否是社会信任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参照周广肃等（２０１５）［３６］的方法，本文使用

问卷中“过去１２个月给亲戚的经济帮助”和“过去１２个月给其他人（如朋友、同事）的经济帮助”这两个

问题的回答作为社交网络广度的代理变量，考察社会信任对家庭社会网络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均进行对

数化处理，表３汇报了这一回归结果。由给亲戚的经济帮助分组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平均社会信任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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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的经济帮助显著正相关。在控制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城市固定效应后，社会信任对给亲

戚的经济帮助、给其他人（如朋友、同事等）的经济帮助，以及上述两种经济帮助之和的影响依旧显著为

正，说明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的家庭，给亲戚、朋友、同事等的经济帮助越大，其社交圈也就越大，即社会网

络发挥家庭非正式保险的作用越明显。表３的结果表明，社交网络是社会信任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一个

重要渠道。

表３　社交网络机制

变量

社交网络

给亲戚的经济帮助 给其他人的经济帮助 给亲戚、其他人的经济帮助之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ｕｓｔ ０．３３７ ０．４２０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１ ０．４０３ ０．５００

（３．８４） （４．１４） （３．５７） （２．７４） （４．４１） （４．５４）

户主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１２

样本量 １１１６１ ７７４０ １１１７８ ７７４７ １１１６３ ７７３８

　　注：列（１）、列（３）、列（５）为未控制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及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２）、列（４）、列（６）为控制户主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及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２．生活信念机制

生活信念是居民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感受的一种正向反馈，是居民生活安全感的重要体现。当消费者

所处社会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信念调整风险感受。若消费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值

得信任的，便会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这种正向反馈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降低预防性储蓄动

机，进而促进消费［４６］。

为了验证上述预期，需要检验生活信念是否是社会信任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机制。关于生活信念的

衡量，本文基于２０１８年问卷中“您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打分”和“一周内感觉无法继续自己的生活的

时间频率”，分别设置二值虚拟变量。若受访者对未来的信心程度较高，则记为１，反之则记为０。“感觉

无法继续自己的生活”也采用同样的处理方法，将受访者一周内几乎不会感到生活无法继续记为１，反之

则记为０。上述变量取值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示消费者的生活信心和消费信心越强，进而有利于促

进消费。

上述两个被解释变量所衡量的生活信念（ｂｅｌｉｅｆ）是一个有序二元变量，即 ０代表生活信念较低，１

代表生活信念较高，借鉴已有文献［４１］的处理方法，本文使用排序选择（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

Ｐｒｏｂｉｔ（ｂｅｌｉｅｆｉｊ）＝β０＋β１×ｔｒｕｓｔｉｊ＋β２×Ｘｉｊ＋ｃｉｔｙｊ＋εｉ （２）

其中，ｂｅｌｉｅｆ为从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和未来生活的希望大小两个方面衡量的生活信念度。其余变量与表１

中的定义一致。表４汇报了社会信任对上述两个二值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和城市固定效应，社会信任均显著提升居民未来的生活信念。这也表明，生活信念的确是社会信任提升居

民消费水平的另一个机制。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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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生活信念机制

变量

生活信念

未来的信心程度 未来的希望大小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ｕｓｔ ０．０６９ ０．１１５ ０．３２４ ０．３３２

（２．２２） （２．８２） （８．８４） （６．１３）

户主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样本量 １１１７９ ７７５７ １１１６７ ７７５９

　　注：列（１）、列（３）为未控制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及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２）、列（４）为控制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
及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表５同。

３．社会安全感机制

社会安全感也是影响居民行为决策的重要主观感知因素，对家庭消费支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４１］。理

论上，对自身社会地位认同度较高以及对生活质量满意度较高的居民，拥有较强的社会安全感［４８－５０］。因此，

居民的社会地位感知和生活满足程度是社会安全感的重要衡量指标，会随着居民对社会的主观认知和感受

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对居民消费决策产生影响。

关于社会安全感的衡量，本文借助问卷中“您在本地的社会地位”这一问题的回答度量居民的主观社会

地位，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衡量生活满足程度。若居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级越高或对当前生活满

意程度越高，表明其所面临的生活风险较低，安全感也就越高。表５汇报了社会信任对居民主观社会安全感

的影响。其中，家庭社会信任会对户主的社会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高信任组比低信任组

户主的社会地位感知高１８．３百分点、生活满足程度高１５．３百分点。结合上述逻辑，这表明社会安全感也是

社会信任促进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渠道。由此，假设２得以验证。

表５　社会安全感机制

变量

社会安全感

社会地位感知 生活满足程度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ｕｓｔ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３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３

（５．３５） （４．９３） （５．６２） （５．８１）

户主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９

样本量 １１１５６ ７７５０ １１１９０ ７７６５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以均值化的家庭成员社会信任为解释变量，衡量的是家庭对社会的总体信任程度，这种处理方式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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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模糊家庭内部个体成员的异质性偏好，进而造成估计偏误。一方面，户主通常在家庭的决策行为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社会信任的具体对象来看，其既包括了对父母这样非常容易产生信任感的对

象，也包括对陌生人和外国人这样不容易产生信任感的对象。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选取户主信任，以及家庭成员对父母（ｔｒｕｓｔ＿ｐａｒ）、对陌生人（ｔｒｕｓｔ＿ｓｔｒｇ）和

对外国人（ｔｒｕｓｔ＿ｆｏｒｇ）的信任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一步考察社会信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６所

示。其中，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各项结果均显著为正，即家庭成员对陌生人、外国人、父母的平均信任程度

都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更换社会信任的度量方式并不影响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表６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社会信任

户主 家庭成员对父母 家庭成员对陌生人 家庭成员对外国人

ｔｒｕｓｔ＿ｈｚ ０．０２７

（１．７８）

ｔｒｕｓｔ＿ｐａｒ ０．０３３

（３．８６）

ｔｒｕｓｔ＿ｓｔｒｇ ０．０２３

（３．７２）

ｔｒｕｓｔ＿ｆｏｒｇ ０．００９

（１．９１）

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７

样本量 １０６００ ７７６３ ７７５８ ７７１２

　　五、扩展分析

　　（一）内生性

一方面，居民的消费水平与其社会互动的程度密切相关，高消费水平的居民群体依赖性可能更强，社会

信任程度也就相对较高，即社会信任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如

风险偏好、消费环境等都可能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这一遗漏变量所致的内生性问题也会造成估计结果出

现偏误。为此，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回归以降低内生性的影响。

相关研究指出，宗族文化和氏族活动能够提高社会资本的积累，对社会信任的形成以及集体意见的达

成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５１－５２］。当地宗族祠堂的数量和家族祭祀活动的频繁度与人们的宗族文化和社会网

络密切相关。因此，居民是否参与家族祭祀活动与其社会信任程度和社会互动频率具有相关性。本文选取

样本所在社区层面参加宗族祭祀活动的家庭比例作为社会信任的工具变量，该变量来自２０１０年 ＣＦＰＳ问卷

中“过去一年，您家是否参与家族祭祀／扫墓活动”这一问题。针对该问题，本文计算了社区层面参加祭祀活

动家庭的比例。该工具使用的是历史滞后期，即当前个体家庭的消费行为不会影响社区过去的宗族活动强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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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此满足外生性要求。

两阶段最小二乘（２ＳＬＳ）法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其中，工具变量对 ｔｒｕｓｔ的回归结果显示，

与既有研究一致，参与家族祭祀活动与家庭平均信任程度呈显著正相关。Ｆ值位于经验区间１０～１００内，这

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对应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降低内生性后，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水平

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并且回归系数为０．３１９，大于表２中的系数０．０５６，这也说明忽略内生性会导致结果低

估。工具变量对ｔｒｕｓｔ＿ｈｚ的影响结果显示，参与家族祭祀活动与户主个人信任程度仍然显著正相关。对应

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也表明，在降低内生性影响后，社会信任仍然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

表７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家庭平均信任 户主信任

ｔｒｕｓｔ ｌｎｃｏｎ ｔｒｕｓｔ＿ｈｚ ｌｎｃ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０．３１９

（４．０５）

ｔｒｕｓｔ＿ｈｚ ０．３６５

（３．０１）

ＩＶ ２．２７８ １．９８９

（２．５４） （２．０２）

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６１．４２ ４７．７０

样本量 ９１３８ ９１３８ ９１３８ ９１３８

　　（二）消费结构

新一轮“消费升级”引发社会和学界关注，尽管国民经济在宏观层面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

势，但是在结构和微观层面仍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一环，消费结构与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密切相关。

本文消费结构的定义是各类消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由于目前文献对于消费结构的分类方式并没有

统一的标准，参考王小华和温涛（２０１５）［５３］的分类方式并结合实际情况，将居民消费分为基本生活需求消费

和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其中，基本生活需求消费包括食品及烟酒、衣着、居住类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包

括交通、娱乐、教育培训和其他奢侈品消费。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消费偏好与消费文化发

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高收入群体对新产品和新服务产生了更多的新增消费［５４］。社会信任能够降低居民未

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帮助消费者建立对外部环境的安全感和信心，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并促进消费，而这

一促进作用建立在一定的收入基础上。由此可以推测，社会信任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影响更为明显，本

文接下来将对此进行检验。

表８汇报了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将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费比重细分为食品支出占比

（ｆｏｏｄ＿ｃｏｎ）、衣着支出占比（ｄｒｅｓｓ＿ｃｏｎ）和居住支出占比（ｈｏｕｓｅ＿ｃｏｎ）的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对食品、衣着、居住

支出的影响都不显著，表明社会信任对家庭的基础需求型消费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将各类发展与享受型消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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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比重细分为交通支出占比（ｔｒｓ＿ｃｏｎ）、文化娱乐支出占比（ｅｅｃ＿ｃｏｎ）、教育培训支出占比（ｅｄｕ＿ｃｏｎ）和其他奢

侈品消费占比（ｏｔｈｅｒ＿ｃｏｎ），可以发现，除交通支出外，社会信任显著地提高了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并且对

娱乐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教育支出和其他奢侈品支出的促进作用次之，这也验证了社会信任有助于促

进消费升级。

表８　社会信任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变量
基本需求型消费 发展与享受型消费

ｆｏｏｄ＿ｃｏｎ ｄｒｅｓｓ＿ｃｏｎ ｈｏｕｓｅ＿ｃｏｎ ｔｒｓ＿ｃｏｎ ｅｅｃ＿ｃｏｎ ｅｄｕ＿ｃｏｎ ｏｔｈｅｒ＿ｃ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１．６３） （０．８０） （－１．２３） （０．０３） （３．６４） （３．１５） （２．２２）

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１１

样本量 ７７２６ ７６５７ ７５９１ ７６２４ ７６７８ ７７６４ １０６０８

由表８的回归结果可知：其一，基本生活需求消费主要体现在居民的食品、衣着方面，是居民维持生活所

必需的消费类支出，这两类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因此，无论消费者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的感知是否强烈，这两类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应发生太大改变［４３］。其二，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是在消费者的基

本生活得到满足后所进行的升级型消费，是在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一定的收入门槛性。

例如，精神性娱乐活动支出和奢侈品消费支出等发展型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大，消费者的主观预期和风险感

知就显得尤为重要［４４－４５］。由此，假设３得以验证。

　　六、异质性分析

　　（一）方言趋同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语言可以减少人际互动的不确定性，使用同样语言的人会由于其相互之间感受到的相

似性而使彼此更加亲近，从而拉近距离，提高对彼此的信任程度［５５］。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和区域范围内的

沟通工具，方言会影响社会信任的形成，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流动产生影响［５６］。

基于上述视角，本文考察了方言趋同异质性下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５５－５６］，本文

构建了方言个数和方言分化指数，作为该异质性的分组指标。方言数据来自《汉语方言大辞典》所报告的中

国县或县级以上所使用的具体汉语方言，并以此构建了中国２７８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方言个数和方言分化

指数。其中，方言个数为城市中使用汉语次方言的数量，假定城市中的每个汉语次方言都是等权重的。方

言分化指数是黄玖立和刘畅（２０１７）［５５］在方言个数的基础上，考虑了方言使用人群的差异后测算而来的。

测算公式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ｍ ＝∑
Ｎ

ｎ＝１
Ｓ２ｍｎ （３）

将样本所在地按照方言个数进行分组，并将样本按照方言分化指数的高低再次进行分组，表９汇报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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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言趋同异质性下的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其中，方言多样性越小和方言分化度越低的地

区，居民消费行为更容易受社会信任的影响。这说明方言作为个体来源地的符号，能够增进彼此的身份

认同感，趋同的方言更加容易消除信任障碍、扩大社交网络和提升居民的社会安全感，进而促进居民

消费。

表９　方言趋同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方言个数 方言分化指数

１个或２个 ２个以上 低分化度 高分化度

ｔｒｕｓｔ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２

（１．９２） （１．５７） （１．７３） （１．１１）

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３５

样本量 ５６１３ １１９２ ４１６３ ３６０４

　　（二）距离异质性

城市空间组织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地理距离邻近能够有效促进消费行为的趋同［５７］。一方面，居住在公

交车站和商业中心附近的居民，接触外界社交的机会相对较多，因而可能更愿意消费；另一方面，相近的地

理距离使居民的消费行为更容易受到邻近其他个体的影响，引致居民消费行为具有趋同性。

基于上述视角，本文考察了居住地到公交站的距离和到城市商业中心的时间异质性下社会信任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结果。以２０１０年问卷中提到的家庭位置到公交车站的距离和到商业中心的时间将样本分为两
组，并将其匹配到２０１８年的数据中。表１０汇报了距离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其中，离公交车站较近和到商业
中心时间较短的居民，社会信任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更大、更显著。这说明便捷的交通和地理位置扩大了

居民的社交网络，社会信任更容易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表１０　距离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到公交站的距离 到商业中心的时间

较近 较远 较短 较长

ｔｒｕｓｔ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１

（２．３５） （０．８１） （２．８１） （０．２９）

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３７

样本量 ３６９３ ４０７４ ３８８２ ３８８５

　　（三）收入异质性

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差异较大，是导致整体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黄群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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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无钱消费；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意愿不

足［５８］。因此，收入和资产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具有异质性影响。

本文根据居民的收入和资产分布特征，将收入和资产进行五等分，考察社会信任对不同收入和资产组

别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如表１１所示。其中，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社会信任程度的变化几乎不会影响他们

的消费支出，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储蓄都是为了维持衣食等刚性消费，此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和

价格弹性都较小，不容易受到风险感知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相反，具备最高水平的收入和资产的家庭

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更加倾向于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社会信任也就具备了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与前文表８

中信任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是一致的，假设３再次得以验证。

表１１　收入和资产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年收入分组 净资产分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ｔｒｕｓｔ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５ ０．１９０

（－１．１４） （－０．５３） （０．５９） （０．４６） （２．２０） （－０．７２） （０．４３） （－０．３８） （０．８９） （３．５２）

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３７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３４ ０．３８ ０．３２ ０．２６ ０．３０ ０．４６

样本量 １３２１ １６５１ １６４０ １６２８ １５２７ １４４５ １５６７ １６９４ １６４５ １４１６

　　注：列（１）—列（５）依次表示家庭年收入为２４０００元以下、２４０００～＜４５３００元、４５３００～＜７００００元、７００００～＜１１３４００元、１３４００元及以
上的分组结果；列（６）—列（１０）依次表示家庭净资产为９７６００元以下、９７６００～＜２１７０００元、２１７０００～＜４２３０００元、４２３０００～＜１０５２０００
元、１０５２０００元及以上的分组结果。

　　七、结论和启示

本文使用２０１８年ＣＦＰＳ数据，考察了居民社会信任感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

明，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和更换信任

的测度指标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依附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交网络、对未

来抱有乐观积极的生活信念、自身社会地位认同感以及对当前生活的满足程度是社会信任促进消费水平的

主要途径。在消费结构方面，本文发现社会信任的提高主要促进了家庭教育培训和文化娱乐等发展与享受

型消费，而对居民基本生活需求消费则没有提振作用，说明提升居民总体社会信任感更有助于消费升级。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不同群组之间社会信任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发现社会信任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在方言分

化度较低的地区、家庭居住地较为便利和高收入组别家庭上更为明显。

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扩大内需是培育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本文证实社会信任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与社会保障、基层治理等社会正式制度互为补充以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具

体地，本文研究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基于社会信任促进居民消费水平这一结论，为了打

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除了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之外，政府可以从提高居民的社

会信任入手，如通过完善公民征信体系、完善失信企业曝光平台等方式强化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同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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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应更加重视并加强社会对公权力机构的信任建设，通过强化税收调节、扩大转移支付、创造机会公

平等措施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推动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从长远角度建立居民持久且广泛的

社会信任，缓解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并弱化其风险感知能力。第二，随着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快

速增长，各种新兴消费业态随之应运而生，消费文化也更加多元化。基于社会信任主要是促进了居民发

展与享受型消费这一结论，相关部门需要重点强化对高端消费品的质量监管，以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

供给引领需求，为消费者营造更加良好的消费氛围和消费环境，助力其消费信心的树立。第三，由于社会

信任对不同家庭具有异质化影响，政府应当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制定差异化的消费引导政策。对低收入群

体而言，提高消费的着力点在于优化其扭曲的收入结构，改善原有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格局；对高收入群

体而言，则应重点关注影响其消费决策的社会因素，如帮助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交网络、提升生活信念等。

伴随着内需的不断扩大和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实施，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问题将相应改善，城乡融合

和共同富裕也将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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